
技术与观念——中国古代染织服饰文化

专题序言

中国古代服饰，以其物质属性的“形、料、色、纹”，承载着社会属性的“礼、制、法、俗”。前者的形成

离不开染织技术，后者的呈现体现着时代观念。在此，我们通过撷取唐、宋、明服饰文化中的典型一隅，

探索技术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唐代陵阳公样“立鸟纹”的广泛应用，正是彼时纺织技术从异域向本

土传播并推动样式更新、技术创新，同时是唐人对自然风物关注，对美好爱情祈愿向往之观念成熟的双

重反映，这种从向外寻找到向内探索的历程，也正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体现；花木纹样有着言志寓兴

的文化意蕴，在宋明这个古代岁时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时人以花木纹样映射岁时、装饰生活，那

些宋明服饰中的“一年景”“四季花”藉以金玉丝绣之质，传递出宋明时期人们“体天格物”和“天人合一”

的生活哲思。而大量出土的明末江南地区各类簪钗、指环等文物，材质奢侈，花样新奇，工艺华美，这些

独具特色的女性饰品，正是明末社会背景下女性审美观念发生重要转变的映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探究技术与观念这一话题，不仅对服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向探索，也是一场关乎时间与空间的深度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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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到观念——唐代陵阳公样“立鸟纹”发展流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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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陵阳公样“立鸟纹”是唐代的典型纹样，它是由中亚、西亚传入的联珠团窠纹样发展变化而来，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形成了

全新的风格。针对陵阳公样中“立鸟纹”发展传播的过程，将实物、图像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分析纹样的起源流变。分析得出技

术和观念共同决定了陵阳公样“立鸟纹”的形式发展及其在唐代的传播，新技术推动了纹样由异域到本土、由几何到自然、由交

融到创新的演变；而唐代人们对自然之物的关注、对美好爱情的祈愿及对自身审美情趣的表现等新观念的产生，也对纹样的传

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纹样传播的路径可以看出，纹样发展演变的过程凸显了唐时期人们从向外寻找到向内探

索的历程，彰显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创新性及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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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chnology to Concept: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Lingyanggongyang Bird Pattern in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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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ngyanggongyang "bird pattern" is a typical pattern in the Tang Dynasty. It evolved from the ribbon in pearl rounds

pattern introduced from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and underwent loc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ming a new style.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the Lingyanggongyang "bird pattern", this article uses a research method mainly

based on physical objects, supplemented by images and literature materials, to analyz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 It is

believed that technology and concepts jointly determine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gyanggongyang "bird pattern" and its

dissemin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mong them, new technologies hav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 from

foreign to local, from geometry to nature, and from fusion to innovation. The emergence of new concepts such as the Tang Dynasty's

attention to natural objects, the desire for beautiful love, and the expression of one's own aesthetic taste als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patterns. By examining the path of pattern dissemin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patterns highlights the process of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seeking outward to exploring inward, highlighting the

strong inclusiveness,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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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阳公样是唐代盛行的纹样，它既是中外交流融

合的体现，又是唐代纺织纹样发展创新的产物，富有时

代的特色。立鸟纹是唐代陵阳公样中常表现的主题图

案，指陵阳公样图案系统中以花卉植物作外环，内部置

以鸟类动物形象的图案纹样。目前关于陵阳公样的研

究，有以赵丰教授为代表，对陵阳公样的发展概述和总

结[1]，也有从丝路交融角度分析纹样形式的演变[2]、窠

环形式的流变[3]，以及分析纹样反映的中外织锦技艺

的交流[4]、民族图式的交融[5]。此外，也有学者对陵阳

公样中的鹿纹进行了审美和功能的分析[6]，还有学者表

达了唐代官服中的“异文”应属陵阳公样系统的观点[7]。

以上研究侧重于陵阳公样发展的概述、技艺的交融及

审美功能等方面，对其中立鸟题材织物纹样发展流变

的过程及原因较少关注，由于花鸟题材在唐代的转向

具有显著的特点，因此，本文通过对陵阳公样中“立鸟

纹”的分析，探究纹样流变的过程，梳理纹样的形式特

征，解析影响纹样发展的时代因素。

一、陵阳公样“立鸟纹”的由来及发展

（一）由来

陵阳公样是唐代益州大邢台窦师伦所创的，一种

始于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宫廷内库的织锦图样，因窦师

伦被封为“陵阳公”，所以其所创制的图案样式也被叫

做“陵阳公样”，其中“样”又具有风格、样式之意，是唐

代所特有的纹样形式。唐代张彦远曾在《历代名画记》

中有过这样的记录：“窦师伦，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

子，初为唐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

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邢台检校修

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绮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

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

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伦至今传之”[8]，从记录

中可以了解到，窦师伦作为“设计师”所设计的锦及丝

织品色彩绮丽、精美光洁，他在面料上创造了许多绣有

动物的图案纹样，其中有羊、游麟、凤、雉等。这种纹样

始于唐代武德年间（618年），至少流传至文献所记载

的大中元年（847年），延续了约200余年。

在唐代以前，异域风格的联珠团窠立鸟纹就随丝

绸之路间商贸往来的繁盛而进入中国。它是由 20个

左右的联珠圈组成团窠外环，且内部多置以含绶鸟的

形式，如克孜尔石窟第 60窟中（见图 1）及吐鲁番市阿

斯塔那北区 48号墓出土的隋代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

覆面即有这种形式的联珠立鸟纹样（见图2）。其联珠

外环本指代着萨珊波斯的国教祆教的含义，象征着太

阳、世界、丰硕的谷物、生命和佛教的念珠；内置的含绶

鸟则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或帝王作为神再

生不死的观念[9]。虽然在唐代以前中国也有圆形结构

图案纹样的出现，但它并没有发展成为最主流的纹样

形式，而唐代的陵阳公样则吸纳了异域纹样中的圆形

图案结构，并加入本土元素，发展成为流行的纹样。

波斯萨珊式联珠团窠纹样中的“含绶鸟”形象是与

权力相关的意象，有“君权神授”的意味, 宗教气氛浓

厚。而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

图1 联珠鸭纹装饰 约公元4—7世纪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60窟主室西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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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因此，对鸟纹样的崇拜，长久积淀在人们的心

中。其中鸟所衔的绶带与中国古代的栓系印玺之物相

似，从秦始皇开始，玺就成为了帝王身份权力的象征，

印成为王公贵族大夫们的身份证明，为携带方便，在印

玺上系绶，后绶带引申为权力之意，浸透着中国的皇权

意识[12]。尽管绶带元素所指代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

具有相似的形式。因此，西域纹样中立鸟的题材被接

纳，同时也向着中国式的鸟类形象发展，最终其内涵和

外延都与唐时期人们心目中美的标准相吻合。

（二）发展

唐代的陵阳公样立鸟纹在中亚、西亚的联珠团窠

纹样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其联珠外环逐渐演变为双层

联珠、变形联珠及组合式联珠，如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

饰博物馆藏的一件红地联珠纹对雁绶鸟纹锦（见图

3），以及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蕃墓出土的唐代瓣

窠含绶鸟锦（见图4）具有显著的过渡形态。此后联珠

特征逐渐减弱，并最终演变为花卉、卷草式的团窠外

环；内部的鸟类图案也由程式化的静态形象逐渐演变

成为写实性的动态形象，如正仓院所藏的紫地凤形锦

就是此形式（见图5）。关于陵阳公样的形式论述目前

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它主要是吸收了中亚、西亚的题

材和表现方法，采用联珠团窠的形式，并在中央饰以对

称的动物纹样[13]；另一类认为它是一种以花卉作为团

窠环、内含动物主题的图案，其表现形式有宝花环或卷

草环[14]。总体来看，后一种观点更令人信服，因为联珠

组成外环、内置动物形象的织物在唐之前就已经存在

了，而窦师伦所创的陵阳公样理应与前代的联珠团窠

织锦图案有所区别。因此，由花卉植物作外环，内置动

物纹的构成是更为典型的陵阳公样，经过发展变化后

的陵阳公样与中亚、西亚的联珠团窠纹样在织造方式

和图案风格上有很大的区别。

二、新技术推动下陵阳公样“立鸟纹”本土化的

演变

（一）由异域到本土

中亚、西亚式的联珠团窠含绶鸟纹样织物在吐鲁

番市阿斯塔那墓有实物出土（见图6），经学者考证，它

主要是由中亚地方织工所织造的波斯风格织锦。随着

丝路的商贸往来，萨珊波斯式的联珠团窠动物纹织锦

图2 隋代 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覆面[11]132

图3 红地联珠纹对雁绶鸟纹锦隋唐五代

（图片来源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图4 瓣窠含绶鸟锦唐代[11]176

图5 紫地凤形锦（图片来源于正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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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中国开始对这类织锦进行仿制，如藏于中国

丝绸博物馆的联珠团窠立鸟纹织锦（见图 7），被认为

是唐时期中国模仿西方纹样生产的用于出口外销的织

锦，此织锦的图案形式虽然与中亚、波斯的相仿，但织

物的加捻方向是中国式的 s捻，并且鸟的翅膀和尾羽

的刻画也更加细致生动。因此，推测其为中国所制作

的具有中亚风格的织锦[15]175。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

中，描绘了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

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的故事，画中使者禄东赞所穿着

的红色袍服，沈从文先生推测为蕃客锦袍，它由川蜀地

区织造并上贡给唐政府用于赠予远来长安的使臣。其

袍上的纹样即为联珠团窠立鸟纹的形式（见图 8），有

学者指出这种团窠立鸟纹是源自粟特的萨珊风格织锦

或波斯锦，可能含有希腊文化的因素，应该是中亚粟特

人沿着丝绸之路将这种纹样传入中国[16]，后来中国对

其进行了仿制，《通典》中即有“广陵郡（今扬州），贡蕃

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独窠细绫

十匹”的记载[17]。在此基础上，经过一定的发展融合，

这类织物纹样开始产生变化，从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

馆的传唐代周昉所绘的《内人双陆图》中可见，虽然此

图被认为是北宋时期的临摹本，但其仍保留了许多原

作的内容，如画面最右侧的两人中有一位身穿朱红色

圆领袍服的侍女，其袍上就绘制有以花卉为团窠外环，

内置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形式的纹样（见图 9），此画中

所绘的纹样无论从构成形式还是构成内容都与陵阳公

样相吻合，对比文献中记录的时间来看，周昉所绘制的

年代应当大致在中唐时期，其中的花卉外环已经具有

唐代写实化的特点，展现出一定自然植物花卉的形

态。因此，这两幅画作的对比可以很好地呈现出纹样

的发展过程。

（二）由几何到自然

陵阳公样立鸟纹的产生和盛行不仅是中外文化交

图7 团窠联珠含绶鸟纹锦[15]174

图6 联珠戴胜鸟纹锦[11]149

图8 《步辇图》使臣袍服局部

（图片来源于中华珍宝馆）

图9 《内人双陆图》侍女袍服局部

（图片来源于中华珍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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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产物，也是唐代人们在纹样的创制中将技术与艺

术相融合的体现。首先，在技术层面，一方面中原织工

用斜纹模仿小型的联珠纹；另一方面也学习纬锦模仿

织造各种大型的联珠纹[18]。其次，在艺术层面，初唐开

始，官方的设计师们结合了唐时期人们的审美取向，在

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采用宝花、卷草等代替联珠外

环，从而形成花卉式团窠纹样。

陵阳公样立鸟纹织物的外环纹样一改波斯中亚式

的联珠纹组合，代之以花卉式外环，它主要有两类：第

一类为宝花外环（见表1序号1~4），宝花纹的外环表现

为花中有叶、叶中有花的形态，主要有蕾式和瓣式。其

中团窠宝花立凤锦和宝花对凤纹锦属于蕾式；而宝花

水鸟印花绢属于瓣式，花瓣以叶纹和忍冬纹组成六瓣

宝相花，花芯为六瓣小花。第二类为卷草纹外环（见表

1序号5~8），它的形态主要是由 s形的曲线穿插交叠成

圆形结构的团窠外环，其纹样常以组合形式出现，如葡

萄卷草、花卉卷草等，在唐代比较盛行。

宝花纹的团窠外环来源于随丝路商贸一同进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宝相本指代“庄严的佛像”，而宝花纹也

来自于佛教装饰艺术。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魏晋南

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空前活跃，上层统治阶级崇信佛

教的人越来越多。至唐代，在佛教进一步渗透中国的

同时，宝花纹样也随之发展，它是集中了随佛教传入的

莲花和忍冬，中亚的葡萄和石榴，中国的牡丹、菊花等

各类植物的特征，并经过艺术处理而形成的组合图案。

卷草纹外环的形式也是在随佛教传入的忍冬纹的

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古希腊的忍冬装饰纹样是受

到埃及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到希腊化后期（公元前2

世纪中叶）传播至印度，并成为佛教装饰的一种常用形

式，最后又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忍冬纹在传入中国

之后，经历了从引进到改造的过程，融合了春秋战国至

秦汉以来富于流动、虚实相生、婉转自如的云气装饰中

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精神，至唐代它演变为既符合以植

物花草来装饰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国人长期形成的

审美习惯，这种改造从艺术形态乃至佛教教义都经历

着中国化的进程，并消融在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它充

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吸纳性和创造力[19]。因

此，宝花和卷草纹外环的发展充分反映出纹样元素中

程式化的几何联珠，被自然花草艺术元素所替代的演

变及传播的过程。

窠环内的立鸟形象也是由萨珊波斯式较为程式化

的鸟类形象，发展成为更加写实生动的鸟类形象，萨珊

波斯式的联珠团窠纹样中常用绶带鸟的形象（见图

6），鸟嘴衔绶带或颈上系有联珠绶带，鸟身上有较细密

的方格纹、心形纹或联珠纹，尾部羽毛呈板刷状，侧重

以静态的抽象几何形态表现。

陵阳公样中的立鸟纹在经历了对萨珊含绶鸟的模

仿后逐渐形成自身风格，更注重以写实手法刻画灵动

自然的动物形象。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祥瑞神鸟如凤

凰（见表 1序号 3~6），也包括世俗生活中的鸟类，如孔

雀、鸳鸯等（见表 1序号 1、2、7、8），内部有单只的立鸟

也有中心轴对称结构的对鸟。其中立凤的形象较为灵

动，圆眼大睛，足如鸡，部分立鸟的嘴上衔有带饰，足下

饰以花台。它们多为行走或站立状，体态丰满，神情自

然，有的双足立地，有的一足站立一足弯曲，翅膀张开

上扬，轮廓呈弯圆形，尾羽多被处理成卷草或花瓣形，

可以上翻过头顶，活跃的姿态使其舒展着的长颈更加

醒目，尾部的羽毛比中亚、西亚系统中的更为生动写

实，旨在描写动物的动态形象。而普通立鸟如鸳鸯、水

鸟等形象则较为写实，简洁而质朴。可见，原本几何

化呈现的鸟类形象向着更加生动自然及写实的方向

发展。

此外，相对于异域的联珠团窠立鸟纹中程式化、几

何化的宾花构成，陵阳公样立鸟纹中连接窠与窠之间

宾花的程式化程度也相应地有所减弱，主要由轴对称

的十字形骨架的卷草纹所构成。

（三）由交融到创新

陵阳公样立鸟纹织物的图案排列方式除了独窠、

两窠式以外，主要为四方连续（见图10）。在唐代之前

中国多数用平纹经锦制作纺织品，在沿着丝绸之路商

贸往来的过程中，许多西域国家开始了对它的仿制，但

在织造过程中却将织物上机方向调转了90°，经纬线刚

好互换，于是就出现了平纹纬锦。后来，许多西域风格

的联珠纹织物运用斜纹纬锦的技术来织造，随着丝路

的往来，这种织锦进入中国，其图案形式及斜纹纬锦的

技术也促进了唐代新的纹样形式陵阳公样的发展。在

纹样的循环方式上，由于中亚、西亚系统的纬锦是通过

挑花的方法织成的，因此没有真正的经向循环，如吐鲁

番市阿斯塔纳北区 134 号墓出土的联珠对鸟斜纹纬

锦，第二排的立鸟脖子上多了向后系缚的飘带（见图

11），而唐式纬锦则是可以在经纬两个方向进行循环，

这也是它区别于中亚系统织锦的一个典型特征。

由此可见，新技术推动下，纹样在唐代的发展是从

模仿到超越，最终形成纯然成熟且独具特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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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唐代织物中陵阳公样“立鸟纹”构形

序号/名称

1. 宝相水鸟

印花绢

2. 黄地团窠

宝花对鸟纹

锦

3. 团窠宝花

立凤锦

4. 宝花对凤

纹锦

5. 团窠葡萄

立凤吉字锦

6. 紫地凤形

锦

7. 对鸳鸯唐

草纹锦

8. 黄地卷草

团窠对孔雀锦

实物 a.外环 b.立鸟

残缺

c.宾花/辅花 馆藏/出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1]154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县都兰

热水乡血渭吐吐蕃墓出土/[11]17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1]174

中国丝绸博物馆/[15]187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20]

正仓院/正仓院官网

正仓院/[21]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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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的发展引发了纹样大小、循环方式的变化，艺术

上的创新赋予了纹样鲜明的大唐风貌。因此，西域纹

样在唐代进行的本土化融合，不仅体现了唐时期对新

技术吸纳的开放态度，也凸显了唐代人们乐于创新的

民族精神。

三、新观念发展下陵阳公样“立鸟纹”的“设计”

转向

（一）对自然之物的关注

在唐代以前，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玄学的盛行就启

迪了人们对山川自然的关注，不仅把自然之物看成是

日常生活中物的对象，而且是看成审美的对象，是精神

的活动。因此，唐代的“设计师们”在“设计”陵阳公样

立鸟纹时吸收了佛教艺术元素中的宝花纹，其是结合

莲花母体，并概括了自然花卉中花瓣、花苞、叶片的完

美变形逐步形成的；同样，卷草纹也是集多种自然花草

植物的特征于一身，经夸张变形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意

象纹样。可见，纹样中外环的形式向自然写实风格的

转变，不仅显示出佛教艺术元素中国化的演变进程，同

时也体现出唐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开始从对宗教神性

的敬畏转移到对世俗生活中自然之物的关注。这种变

化也是随着唐朝的建立，国力的日益强大，经济的繁

荣，文化的兴盛而不断转变的。

中国人自古爱花，而唐人对花鸟植物更有着异乎

寻常的热爱，唐代社会展开了大规模的养花、赏花、斗

花活动，并成为唐人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在所有

的花卉中牡丹最重要，它是财富和荣耀的象征，因此又

被称作“富贵花”，在武后统治时期，都城洛阳也成为了

牡丹花的培育中心。唐以前的纹饰中花鸟纹常常处于

边缘位置，唐以后，各类植物装饰纹样品种繁多，逐渐

成为装饰纹样的主流，而陵阳公样立鸟纹中除了沿袭

魏晋出现的佛教元素忍冬和莲花外，还出现了牡丹、葡

萄等自然中的花卉植物元素。

这类纹样的形式变化是与唐代的绘画意趣的转变

同步发展的，在唐时期有许多擅长描绘各种鸟类形象

的画家，如中唐的边鸾、薛稷、张璪等，而唐代的花鸟画

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此外，在中唐以前，绘画大部

分为宗教所占据，如道释题材的绘画盛极一时。唐以

后的五代十国，绘画由政教化变为纯美化。不含其他

用意而纯以表现自然之美为目的花鸟画乃由附庸地位

转变为主流[22]，这也体现出与陵阳公样立鸟纹发展传

播相一致的，对自然之物的关注这一新的转向。

（二）对美好爱情的祈愿

从以上立鸟的形式分析可以看出，环内立鸟纹样

有两类，一类为立凤的形象，它是集多种鸟禽特征于一

体的意象化神鸟，其中雄鸟称凤，雌鸟称凰，被誉为百

鸟之长。古人把凤凰当作德、仁、礼、义、信的高贵圣德

之鸟，是吉祥太平的象征；也是古代华夏民族东方部落

崇拜的神鸟。至唐代，又出现了“凤凰热”，主要表现在

以凤喻人，以凤喻示婚姻情爱。据统计，在《全唐

诗》中，凤字出现了 2 978 次，凰字 282 次，鸾字出现

了 1 080次，三者之和约占全唐诗总数的十分之一[23]。

陵阳公样立鸟纹中所出现的，成双成对、嘴上衔有飘带

的凤纹，也常常吻合了时人对美好爱情的期盼。

另一类为现实中的珍禽瑞鸟。如孔雀，它本是由

印度引进的动物，古人比喻其有“九德”，即“忠、信、敬、

刚、柔、和、固、贞、顺”，后被佛教引申为“一颜貌端正；

二声音清澈；三行步翔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

图11 联珠对鸡纹锦[11]139

图10 纹样的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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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覆[24]。以此比喻

比丘之行仪。此外，孔雀也指代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如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中用孔雀比喻对爱人的眷

恋。在《唐书·窦后传》中也有孔雀象征爱情的记载，唐

高祖李渊的妻子年轻时，才貌非凡，在择婿时，她的父

亲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声称谁能够射中孔雀的

眼睛，就将女儿许配给他。求婚者众多，只有李渊射

中，因此两人结为百年之好，后来孔雀也成为爱情的

吉祥物[25]。

普通立鸟形象中的鸳鸯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鸟，

它蕴含着多元文化的意义，在魏晋之前曾被用来指代兄

弟之情，如“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

之”[26]；魏晋以后作为佛教的象征流传中国，并开始在佛

教石窟寺和各类佛教艺术中出现和流传；至唐代，融合

了兄弟之情以及佛、法相即不离和修怀爱法之意，形成

了夫妻相爱、永不分离的象征，其中雄为鸳，雌为鸯，雌

雄不离、成双成对的美好形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和传播。

陵阳公样鸟类形象中的孔雀和鸳鸯蕴含着人们对

美好爱情的向往；而立凤这类中国传统的神鸟形象，则

由神性的祥瑞之鸟转变为对美好爱情的象征，体现了

唐时期人们对完满爱情的心理追求。这在唐代的小说

诗文中也常常反映，其中不乏民间男女自择配偶、自由

结婚的优美故事，如唐传奇《柳毅传》《柳氏传》《莺莺

传》《离魂记》等都反映出唐代开放包容的气象下人们

对美好爱情的祈愿。

（三）对自身审美情趣的表现

在唐代，随着禅宗文化的传播，人们自我意识逐渐

觉醒，并开始关注自身的喜好。唐代在完成了儒释道

三教融合的同时，也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而禅宗文化

正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形态。它强调佛性就在自心，

众生平等，破除了传统和现实的权威等一切外在的束

缚，人的主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肯定和升华，使人

的本性从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精神桎梏中摆脱出

来。禅宗文化启迪了人们在艺术审美上的自觉，并由

此建构了注重内心感悟和情感体验的审美思维体系。

虽然陵阳公样在张彦远之后的文献及记录中难再寻踪

迹，但在后世由动植物组成的圆形结构的纹样中，也不

乏陵阳公样立鸟纹的图案形式，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的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执扇侍女身上的纹样（见

图12），以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耶律羽墓出土、

现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独窠牡丹对孔雀纹绫中（见

图13），依然可以见到此类形式的纹样，其“名”已不复

存在，但“实”的审美内涵依旧沿袭。

宋代及其以后的服饰纹样，在此基础上延续了花

鸟这一自然题材组合而成的圆形结构纹饰，随着宋代

画院的建立，工笔花鸟画的发展，理学的兴起，使这类

纹样朝着更加细致描摹，还原自然的形态发展。虽然

宋代出土服饰中的实例较少，但宋代的许多瓷器、铜镜

等上面仍有这类形式的图案纹样延续，如江西景德镇

湖田窑出土的花鸟纹陶瓷中就有相应表现（见图

14）。此后的明清时期也有此类形式的纹样，但变得更

为灵活，鸟类形象多有飞翔之状，而植物花卉与鸟纹之

图12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图片来源于中华珍宝馆）

图13 独窠牡丹对孔雀纹绫[11]223

图14 宋代陶瓷中的花鸟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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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组合形式则较为自由，或鸟在外植物在内，或鸟与

植物交织在一起构成圆形的图案结构。因此，陵阳公

样的纹样形式在唐代及唐代以后的发展，体现出对这

类纹样的使用已成为取悦自身的一种外在表现，且被

人们广泛地接纳和喜爱。

四、结语

陵阳公样立鸟纹的形成发展充分体现了技术和观

念的变化，在纹样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

对纹样形成及发展过程的分析可知，首先，唐代时人吸

收新的技术对异域纹样的形式进行了借鉴和仿制，此

后，结合自身的审美进行逐步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具

有唐代特色的纹样形式，体现出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

及纹样元素由异域化到本土化、由宗教化到世俗化的

演变。此外，唐代人们对花鸟类动植物的认识在观念

上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同时，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

人们开始逐渐注重对自身审美情趣的表现，使此类能

够引发内心感悟和情感体验的纹样逐渐被大众广泛地

接纳和喜爱，其名称逐渐消隐，但实质依旧沿袭。因

此，陵阳公样立鸟纹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形式离不开新

技术的引入，其传播也离不开新观念的推动，是两者共

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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